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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助养老” 是以老年人养老需求为导向, 将多元主体参与及其成果共

享有机结合的模式, 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措施, 备受政府关注。 然而, 目

前政策仍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比例较低。 以往研究从人情交

往及施报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 却忽略了互助养老隐含的交易性, 缺乏从交易费

用的角度来考察农民互助养老意愿的内在机制。 基于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
将交易费用解构为 “资产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 交易频率” 三大维度, 构建

“交易费用—市场网络—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分析框架, 使用 “广东千村调研”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 资产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率分别对农民

参加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随市场网络密度与半径扩大, 资产专用

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率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基于

研究结论, 建议政府根据农民比较优势构建分工体系, 改善交易费用, 进而培育

产业化联合体, 建设统一的互助养老市场, 实现区域市场间的资源整合, 促进互

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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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1 世纪以来,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七普数据显示, 2020 年,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数量增至 2. 64 亿人, 人口老龄化水平升至 18. 70%; 相较于城镇而言, 农村人口老龄

化现象更为突出, 我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23. 81%, 比城镇老年人占比高出

7. 99%①。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21) 》 显示, 2020 年农村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比已达 17. 72%②。 根据联合国确定的标准, 我国农村早于城市已先行步入了老龄社

会阶段[1] 。
农村养老模式及其体制机制相当滞后, 难以实现 “老有所养” 的目标[2] 。 特别是, 21

世纪初期才起步的农村养老体制改革尚未成熟, 尽管在符合退休条件后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养

老金, 却不足以支持他们的养老生活, 这强化了农民对家庭养老的依赖[3] 。 事实上, 子女

赡养老人主要是基于伦理及道德生成的约束力。 但是, 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增加了子女赡养老

人的压力; 加之, 孝道文化衰落与年轻一代对个人权利意识的重视, 子女赡养老人的意愿不

断下降[4] 。 显然, 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难以满足农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无法承担农村养老的

主体责任。 家庭养老模式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甚至存在着 “代际剥削” 现象, 难以有效地

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养老支持[5] 。
社会各界越来越期待除家庭养老模式、 社会保险养老模式外的养老模式产生。 “互助养

老” 以老年人养老需求为导向, 将多元主体参与及成果共享有机结合, 并通过隐性契约协

调各个主体的利益与矛盾, 实现养老资源的有效分配, 进而解决农村养老难题。 简而言之,
互助养老通过 “交换” 养老资源来满足各自的养老需求, 即遵循 “ A 帮 B、 C 帮 A、 E 帮

C” 的互助逻辑, 由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 身体好的老年人照顾身体弱的老年人[6] 。
而且互助养老主要包含资金互助、 服务互助和情感互助。 资金互助满足了经济供养需求, 服

务互助满足了日常生活互助需求 (包括健康者对短期患者的应急性、 补充性的生活照料),
情感互助满足了情感交流需求[7] 。 从这个角度来看, 互助养老不仅受益群体广泛, 减轻了

政府和家庭的供养压力, 更满足了参与主体的个人价值再实现及物质、 精神层面的需求, 由

此备受各级政府的关注[8] 。
2011 年, 国务院在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 年) 》 中提出, 以建制

村和较大自然村为基点, 依托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 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 2013—2015
年, 民政部联合财政部累计投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30 亿元, 指导各地以建制村和较大自

然村为基点, 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 并支持建设了 10 万个农村互助幸福院。 2017 年,
国务院发布的 《 “十三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提出, 通过邻里

互助、 亲友相助、 志愿服务等模式和举办农村幸福院、 养老大院等方式, 大力发展农村互助

养老服务。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 “大力培育服务性、 公益性、 互助性农村社会组

织”, 同年, 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再次指出 “要发展互助式养老”, 《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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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 “2021 年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根据联合国在 1956 年 《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 中确定的标准: 一国或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0%,
或者是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 可以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一国或地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20%, 或者是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4%, 可以认为进入老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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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 也要求 “推进互助型养老服务发展”。 然而, 目前政策仍没有

取得预期效果。 辛宝英和杨真在 2021 年对山东省 10 个地级市 19 个县区 17744 位农村老人

的调查显示, 接近一半的老人不愿意参加互助养老[9] 。 杨静慧在 2020 年对江苏省 637 位农

村老人的调查显示, 近 70%的老人没有参加互助养老[10] 。 于长永在 2019 年对全国 12 个省

36 个县 1204 位农村老人的调查也发现, 871 位老人缺乏参加互助养老的动机, 占总样本

的 72. 3%[11] 。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参加互助养老? 已有研究对此进行了解释。 宗族聚居形成的 “封闭

稳定的村落共同体”、 “熟人社会” 生成的人情交往及互助共济的传统使得社会交换具有的

长久预见性和低度选择性, 这成为互助养老的基础[12] 。 然而, 随着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

推进, 农村社会的流动性显著增强, 并演变为 “流动的村庄”。 农民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不断

疏远, 交往呈现短期化、 单次博弈等特征, 这冲击了社会交换的长久预见性和低度选择性,
农民对互助养老的稳定性预期大幅度下降, 并降低了互助养老意愿[13] 。 而且 “养儿防老”
等观念根深蒂固, 在 “面子竞争” 异常激烈的村落, 不依靠子女养老反而依赖同辈获得养

老资源, 往往损害个人 “权威”, 这也阻碍了互助养老意愿转化为行动[14] 。 更为重要的是,
互助养老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存在配套资金不足、 服务供给薄弱、 纠纷难以解决等问题,
从而降低了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15] 。

已有研究从 “熟人社会” 的人情交往及其施报文化出发, 解构了互助养老的生成机理,
并说明农民参与互助养老的行为是众多约束条件均衡的结果[16] , 即 “参与” 或 “不参与”
是被动选择的结果。 被忽略的是, 互助养老隐含着契约性及其交易特征。 事实上, 养老资源

交换构成了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 即一方希望付出的代价可以从另一方得到的回报具体化。
可是, 人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天性, 尤其在低龄老年人、 身体好的老年人在没有和高龄老年

人、 身体弱的老年人签订书面合同的前提下, 达成互助养老的交易面临着机会主义的长期挑

战。 加之 “熟人社会” 演化为 “流动社会”, 农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进一步疏远, 这增加了

农民在交易前获得信息的难度, 也导致他们无法估计交易后可能的变化。 所以, 在达成交易

前, 农民会耗费不同程度的费用, 包括计划费用、 决策费用、 适应费用。 这些交易费用不可

能避免, 从而决定了交易费用对交易是否达成会产生深刻的影响[17] 。 从这个角度看, 以

“交易费用” 为突破口, 探究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内在机理更可能构成有意义的学术对话。
进一步地, 在不同的市场网络情景内, 交易费用对行为响应的影响存在差异。 根据张五常的

观点, 作为交易费用的组成部分, 讯息费用与觅价速度有着耦合关系[18] 。 在不同的市场网

络密度和半径内, 觅价速度存在差异性, 交易费用对行为的影响受到市场网络密度和半径的

约束。 那么, 将交易费用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聚焦于不同的市场网络情景内, 进而讨论

其中的机理, 有助于丰富现有的理论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 本文构建 “交易费用—市场网络—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分析框架, 使用

“千村调研” 数据进行实证估计, 进而揭示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发生学机理及依赖情景, 构

建促进农村互助养老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 推演农村 “老有所养” 的政策逻辑。 本文的边

际贡献在于, 将互助养老拓展至市场交易的应用情景, 聚焦交易费用对行为响应的影响,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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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交易费用影响行为响应的内生机理, 挖掘实证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提出多元主体解决

农村养老难题的现实路径。

二、 理论推演和假说提出

1.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已有研究将互助养老视为人情交往及其施报文化的延伸, 却忽略了养老资源交换的

事实。 互助养老本质上是特定服务的交易, 即某种服务从一种技术边界向另一种技术边

界转移。 对于农民而言, 互助养老是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承诺。 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成

为一个 “保留” 或 “放弃” 的权利选择。 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说, 当农民认为参加互助

养老带来的收益超过费用时, 会产生参与互助养老的动机; 反之, 就不会主动参加互助

养老, 甚至自愿将相关权利留在 “公共领域” [19] 。 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收益是给定的,
交易费用却具有不确定性, 这会使得农民出现因交易费用过高而不参加互助养老的现象。
交易费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现实生活中把某一类交易费用与另一类交易费用准确区分

并不可能[20] 。 正因如此, 威廉姆森 ( Williamson) 指出, 应从资产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和

交易频率三大维度衡量交易费用[21] 。 本文基于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 将交易费用解

构为 “资产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 交易频率” 三大维度, 进而解构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

逻辑机理。
(1) 资产专用性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资产专用性是指 “在生产价值不减少的前提

下, 资产被用于其他用途的程度或者被其他使用者重新调配的程度” 。 资产专用性预测的

是某一资产对交易的依赖程度。 资产的专用性越高, 转移到其他用途的难度越大, 导致

交易者被锁定在特定的形态之中[21] 。 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分为实物专用性、 人力专用

性、 地理位置专用性、 完全为特定协议服务专用性、 商标专用性[21] 。 对互助养老而言,
资产专用性表现为实物专用性、 人力专用性、 地理位置专用性。 首先, 在家庭承包责任

制的背景下, 我国农村土地形成了 “所有权归集体、 使用权归农民” 的产权制度。 农民

依据集体成员资格的天赋性和公平性, 以家庭为单位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农地

确权颁证后, 农民的地权主体地位通过法律形式得以确立, 从而强化了他们对地权稳定

性的预期, 降低了地权保护成本。 农民对农业生产经营的预期收益提高, 出现长期投资

的动机[22-23] 。 由于土地及其附属于土地的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特征, 农民在确权土地上

进行的长期投资很难转向其他用途, 并表现出较高的转移成本, 而且超出合约期限的资

产折旧难以度量[24] , 农民退出农业生产的难度进一步提高, 被 “锁定” 在农业生产之

中。 正因如此, 农民难以脱离亲友邻居的帮助 (如在农忙季节, 通过 “帮工” 获取外部

劳动力支持) , 也不可能结算所有层面的人情亏欠。 这改善了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

为, 从而生成互帮互助的社会规范, 最终提高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其次, 老人

处于生命周期的后期阶段, 往往与生产资料相互分离, 并进入退休阶段。 即使部分老人

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但随着年龄增大, 必然退出劳动环节[25] 。 因而, 随着老人数量增

加, 家庭人力资源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而重新配置到其他领域的难度提高。 大量的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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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被锁定在退休这一特定形态之中, 这提高了养老信息的交流与处理速度, 也拓展了农

民的有限理性, 改善了由认知能力有限 (如养老需要靠儿女、 政府) 导致的决策误差,
从而提高了他们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最后, 互助养老表现为集体行为, 具有集体性。
空间层面的彼此关联是集体行动的关键性因素。 即使关系并不亲密, 也因为空间层面的

专业性使得农民被 “固定” 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 从而建立相应的交流机制, 这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信息搜寻与缔约的效率, 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 提高了他

们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本文提出假说 1: 资产专用性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产生正向影响。 其中, 实物专用性、

人力专用性、 地理位置专用性分别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产生正向影响。
(2) 交易确定性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交易确定性包括环境确定性和行为确定性。 通

常来说, 交易费用随着交易确定性增加而减少, 从而降低了交易达成的难度[26] 。 需要强调

的是, 环境的确定性是给定的, 受客观因素的约束, 难以发生改变[27] 。 互助养老主要受行

为确定性的影响, 而行为的确定性受信息不对称性的影响, 主要指机会主体行为的可能性。
互助养老涉及主体之间的养老资源交换, 各个主体交换养老资源的行为不是同时发生, 而且

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写进书面契约, 这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一长期挑战, 即一方享

受对方提供的养老资源, 却不主动提供自己的养老资源。 一旦机会主义行为盛行, 交易的确

定性会下降。 农民难以根据确定的信息评估他人违约的风险, 从而降低了对他人是否及时履

约的稳定预期。 考虑到他人可能以违约为代价来追求个人利益, 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会进一步下降。
本文提出假说 2: 交易确定性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产生正向影响。
(3) 交易频率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交易频率主要指交易发生的次数。 按照交易发生

次数的不同, 交易被划分为一次性交易和重复性交易。 其中, 一次性交易的实质是短期、 单

次的博弈。 交易主体拥有 “参与” 或 “不参与” 的选择权, 并根据价格要素作出决策。 重

复性交易的实质是非零和博弈, 各方损益总和不是零值。 交易主体需要承担极高的退出成

本, “不参与” 的抉择会增加对方永久性 “背叛” 的概率, 即交易主体不拥有 “不参与”
的选择权。 互助养老的核心是互惠性交易, 而互惠性交易在农村社会是重复发生的。 双方因

频繁的互惠性交易从而保持着长期合作的关系。 因此, 达成一笔互助养老交易的成本会在其

他互惠性交易中被稀释, 并形成以声誉为载体的奖罚机制, 从而提高了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

积极性。
本文提出假说 3: 交易频率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产生正向影响。
2.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基于市场网络的异质性

资产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率对农民互助养老决策产生影响, 但在不同的市场网

络情景下, 呈现着异质性。 市场网络细分为两大特征: 一是市场网络的密度, 即潜在交易主

体数量; 二是市场网络的半径, 即交易的空间范围。 因此, 有必要基于市场网络的差异性进

行分类讨论。
(1)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基于不同市场网络密度的讨论。 市场网络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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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 代表着农民在不同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在网络结构中, 农民被称为

“节点”, 相互之间的关系被视为 “链接” [28] 。 市场网络的密度越大, “资产” 被锁定在特定

形态之中的农民数量越多, 交易需求所形成的市场规模越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准

入的难度, 使得供给主体更容易产生。 由于供给者和需求者大量存在, 交易总量进一步接近

最优的潜在交易总量, 从而降低农民对特定主体的依赖程度。 因先赋条件 (血缘关系) 造

成的不对称交易地位进一步改善, 特定主体利用自身的机会、 能力、 地位形成对养老资源的

控制, 使得养老要素向自身聚集而不遵守契约的可能性下降。 因此, 普遍化互惠交易规范在

农民之间扩散, 并且提高了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意愿。 同时, 市场网络密度越大, 农民获得

资源的数量越多、 质量越好; 而声誉是农民获得外部资源的重要因素。 声誉越高, 控制资源

数量越多 (或者说获取资源质量越好), 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 这促使农民更加重视声

誉资产。 由于声誉受损的成本较高,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民自我履约的积极性, 并自发

地降低机会主义行为, 进而主动披露包括养老资源在内的私有信息。 信息越充分, 农民对他

人养老资源及其价值取向、 能力的判断越准确。 交易确定性得以提高, 不仅降低了信息搜

寻、 甄别及契约签订、 执行、 监督等交易费用, 更提升了农民对他人及时履约的预期, 最终

促进了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意愿。 此外, 市场网络密度越大, 农民之间的联系越密切, 发生

多次、 重复交易的可能性越大, 从而提高交易频率, 这使得市场摩擦及交易费用在多次交易

中被稀释, 而且有助于农民在众多交易主体中甄别养老资源较强的交易主体并与之达成交

易, 最终提高了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本文提出假说 4: 相对较小市场网络密度, 在较大市场网络密度的组别内, 资产专用

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率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
(2)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基于不同市场网络半径的讨论。 对于农民而言,

网络结构是以 “己” 为中心由强到弱, 依次形成血缘、 亲缘、 地缘和业缘等同心圆结

构[29] 。 市场半径越大, 涉及的圈层越多。 不同圈层存在大量 “资产” 被锁定在特定形态

中的农民。 他们的养老资源及能力因圈层的差异性而存在着比较优势, 农民能够依据各

自的比较优势匹配养老资源。 这在提高供需匹配效率的同时, 提升了资产专用性对农民

参加互助养老意愿的影响。 再者, 市场网络半径越大, 获得各个圈层的社会资本 (尤其

以地缘、 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 可能性越大。 彼此信任是获得不同圈层资本的重要渠

道, 这强化了信任的公共性, 进而促使农民在公共生活中积极地披露真实信息, 建立稳

定的沟通与协调机制。 相互之间的猜疑进一步下降, 交易主体均认为他人会根据事前约

定履行责任, 从而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 交易确定性得以提高, 并减少了协调成本和监

督成本, 从而促进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意愿。 此外, 市场网络半径越大, 社会交往的可

及性越大, 农民需要与不同圈层的交易主体发生着多层次的互动, 这种互动使得农民复

杂的社会生活得以延续, 也使得他们无法像普通经济交易一样通过匿名交易来采取 “背

叛” 策略, 采取 “背叛” 策略的农民在后续交易中会遭受对方永久性 “背叛” , 因此交

易的退出成本较高, 并促进了多次、 重复性交易的发生。 达成一笔交易的费用 (例如信

息搜寻、 甄别与缔约等交易费用) 在多次、 重复性交易中被稀释, 由此节省的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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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意愿。
本文提出假说 5: 相对较小的市场网络半径, 在较大的市场网络半径的组别内, 资产专

用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率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 数据来源

受资源、 经济、 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呈现出区域层面的

差异性。 根据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21) 》 显示, 2020 年广东省农村地区 65 岁及

以上人口占比为 13. 01%, 即将步入老龄社会。 因此, 以广东省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
本文使用暨南大学经济社会调查中心于 2019 年进行的 “广东千村调查” 数据。 该数据采用

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 抽取广东 119 个行政村、 3622 户农民家庭进行入户调查,
覆盖粤东、 粤北、 粤西和珠三角等地的农村。 调查显示, 72. 86%的农民表示愿意参加互助

养老, 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以广州市 (80. 16%)、 惠州市 (82. 85%) 为主。 相反, 粤

东、 粤西和粤北地区的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意愿相对较低; 清远市仅有 73 户家庭愿意参加

互助养老, 占清远市总样本的 60. 83%, 揭阳市有 299 户家庭愿意参加互助养老, 占揭阳市

总样本的 61. 90%。
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 农民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 以 “如果村里牵头集资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老

人 (未来您需要照顾时, 也享受相同待遇), 您是否参与” 作为农民互助养老意愿测度项。
同时, 以 “如果村里牵头集资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老人 (未来您需要照顾, 也享受相同待

遇), 您愿意每年出资多少钱” 作为替代变量。
解释变量: 交易费用, 即资产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和交易频率。 资产专用性由实物专用

性、 人力专用性、 地理位置专用性构成。 其中, 实物专用性以 “是否有确权的承包地” 为

测度项; 人力专用性以 “您家有多少位老人” 为测度项; 地理位置专用性以 “半年内在本

村居住时间” 为测度项。 交易确定性由集体互助与他人互助组成。 其中, 集体互助以 “所

在家族在族人遇到困难时, 会不会提供帮助” 为测度项; 他人互助以 “您家遇到困难时,
亲友邻居会不会主动提供帮助” 为测度项。 交易频率由利他交易和受惠交易构成。 其中,
利他交易以 “2018 年, 红白喜事和其他人情往来支出 (如礼品、 现金) ” 为测度项; 受惠

交易以 “过去, 是否向亲友邻居借过钱” 为测度项。
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村庄交通程

度、 村庄工业化程度、 村庄特色农业发展程度、 村庄养老院资源。
分组变量: 市场网络半径和市场网络密度。 市场网络半径以 “ 本村的占地面积是

否低于样本行政村占地面积的均值” 作为测度项, 如果该行政村占地面积低于均值,
赋值为 0, 说明市场半径较小; 反之, 赋值为 1, 说明市场半径较大。 市场网络密度以

“本村的常住人口是否低于样本行政村常住人口的均值” 作为测度项, 如果该行政村常

住人口低于均值, 赋值为 0, 说明市场密度较小; 反之, 赋 值 为 1, 说 明 市 场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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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大。
以上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说明与统计描述

变量 题项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如果村里牵头集资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老人
(未来您需要照顾, 也享受相同待遇), 您
是否参与

0 =否; 1 =是 0. 750 0. 433

如果村里牵头集资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老人
(未来您需要照顾, 也享受相同待遇), 您
愿意每年出资多少钱

1 = 0 元; 2 = 20 元至 50 元不
等; 3 = 100 元; 4 = 200 元;

1. 449 1. 323

资产专用性 实物专用性: 是否有确权承包地 0 =否; 1 =是 0. 564 0. 496
人力专用性: 您家有多少位老人 实际值 (人) 1. 984 0. 831
地理位置专用性: 半年内在本村居住时间 1 = 1 至 2 个月; 2 = 3 至 4 个

月; 3 = 5 至 6 个月
2. 885 0. 472

交易确定性 集体互助: 所在家族在族人遇到困难时, 会
不会提供帮助

1 =不会; 2 =不确定; 3 =会 1. 501 0. 819

他人互助: 过去, 您家遇到困难时, 亲友邻
居会不会主动提供帮助

0 =不会; 1 =会 0. 631 0. 483

交易频率 利他交易: 2018 年人情支出多少钱 实际值 (万元) 0. 022 0. 039
受惠交易: 是否向亲友邻居借过钱 0 =否; 1 =是 0. 124 0. 330

性别 您的性别是 1 =男; 2 =女 1. 143 0. 349
年龄 您的年龄是 实际值 (岁) 59. 401 12. 215
教育程度 您的受教育程度是 1 =小学及以下; 2 =初中; 3 =

高中; 4 =大专及以上
1. 614 0. 705

婚姻状况 您的婚姻状况 1 =未婚; 2 = 已婚; 3 = 离异;
4 =丧偶

2. 175 0. 611

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本村是否有公共资产 0 =否; 1 =是 0. 775 0. 417
村庄交通程度 本村是否有客车停靠站 0 =否; 1 =是 0. 450 0. 500
村庄工业化程度 本村或其周边是否有工厂 0 =否; 1 =是 0. 408 535. 863
村庄特色农业 本村是否有特色农业 0 =否; 1 =是 0. 542 0. 498
村庄养老院资源 本村是否有养老院 0 =否; 1 =是 0. 091 0. 288
市场网络半径 本村的占地面积是否低于样本行政村占地面

积的均值; 如果低于均值, 赋值为 0, 反
之, 赋值为 1

0 = 市场半径较小; 1 = 市场半
径较大

0. 317 0. 465

市场网络密度 本村的常住人口是否低于样本行政村常住人
口的均值; 如果低于均值, 赋值为 0, 反
之, 赋值为 1

0 = 市场密度较小; 1 = 市场密
度较大

0. 373 0. 484

四、 实证分析

1.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1) 基础回归。 农民互助养老意愿属于离散变量, 因此, 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
表 2 汇报了交易费用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的回归结果。

资产专用性显著地促进了农民参加互助养老。 其中, 在 1%的统计水平上, 实物专用性

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究其原因, 土地及其附属于土地的资产所形成

的专业化资产很难转成其他用途。 农民转向其他行业面临高额的沉没成本, 因而被 “锁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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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参数估计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实物专用性 0. 443∗∗∗ 0. 091 0. 066∗∗∗ 0. 013
人力专用性 0. 762∗∗∗ 0. 066 0. 115∗∗∗ 0. 009
地理位置专用性 0. 405∗∗∗ 0. 090 0. 061∗∗∗ 0. 014
集体互助的确定性 0. 595∗∗∗ 0. 051 0. 090∗∗∗ 0. 007
他人互助的确定性 0. 210∗∗∗ 0. 091 0. 031∗∗∗ 0. 013
利他交易的频率 5. 522∗∗∗ 1. 664 0. 836∗∗∗ 0. 249
受惠交易的频率 0. 381∗∗∗ 0. 138 0. 061∗∗∗ 0. 022
性别 -0. 219 0. 137 -0. 033 0. 020
年龄 -0. 067∗∗∗ 0. 005∗∗∗ -0. 010 0. 001
教育程度 0. 147∗∗∗ 0. 071∗∗∗ 0. 022 0. 011
婚姻状况 0. 154∗∗∗ 0. 077∗∗∗ 0. 023 0. 012
村庄工业化程度 -0. 115 0. 092 -0. 017 0. 013
村庄特色农业 0. 044 0. 092 0. 006 0. 014
村庄交通程度 0. 114 0. 092 0. 017 0. 014
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0. 213∗∗ 0. 110 0. 032∗∗∗ 0. 017
村庄养老院资源 -0. 274∗∗ 0. 148 -0. 041∗∗ 0. 022
常数 0. 676 0. 458
P 值 0. 000
伪 R 平方 0. 162

　 　 注:∗ 、∗∗ 、∗∗∗分别表示 10%、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在农业生产之中。 而农业具有

明显的时令性, 在 “ 双抢”
时节,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这

决定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难以

脱离他人的帮助。 相互帮工使

得农民无法结算所有层面的人

情亏欠, 并固化了互帮互助的

社会规则, 成为农民参加互助

养老的关键性因素。 在 1%的

统计水平上, 人力专用性对农

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也产生显

著促进作用。 究其原因, 随着

老年人数量的增加, 家庭人力

资源重新配置的可能性降低。
人力资源被锁定在退休阶段的

特定形态之中, 从而产生大量

的养老需求。 随着养老需求增

加, 养老资源交换的可能性提高, 互助养老供需匹配的难度下降, 这促进了农民参加互助养

老的意愿。 在 1%的统计水平上, 地理位置专用性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显著促进作

用。 究其原因, 互助养老的实质是养老资源的交换行为, 即特殊服务的交易, 交易的前提是

交易主体之间存在基本的信任, 相信对方未来具有养老互助的意思。 而物理空间的彼此联系

是社会信任产生的重要载体, 农民在与他人重复交流、 紧密联系中建立信任机制, 从而促进

了农民参加互助养老。 加之, 物理空间的彼此联系有助于农民生成一致的价值取向, 从而自

觉地接受互助养老的信念, 促进了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假说 1 得到验证。
交易确定性显著地促进了农民参加互助养老。 其中, 在 1%的统计水平上, 随着集体互

助与他人互助确定性的增加, 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提高。 究其原因, 互助养老属于多

主体参与的互惠式交易, 即农民 A 为农民 B 提供养老互助服务, 可能获得受益的是农民 C,
而不必然是农民 B 提供的养老互助服务。 当农民 A 预期不特定的第三人提供养老互助服务

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时, 他参加互助养老的意愿会下降; 反之, 则提高了农民 A 参加互助

养老的意愿。 假说 2 得到验证。
交易频率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其中, 在 1%的统计水平上, 随着交

易频率的增加, 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提高。 究其原因, 互助养老呈现口头协议履约的

特征, 这使得互助养老受到机会主义行为的长期挑战。 一次性交易无法形成声誉甄别与制裁

机制, 进而无法减少因口头协议履约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 相反, 重复性交易会增进相互之

间的了解, 筛选出低信誉的成员, 并形成以信任为基础的制裁机制。 这会降低逆向选择和机

会主义行为问题。 因此, 随着交易频率的增加, 农民之间的信任与互惠偏好进一步提高,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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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了他们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假说 3 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 在 5%的统计水平上, 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产

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究其原因, 互助养老本质是资金互助、 服务互助和文化互助。 其中, 资

金互助是基础, 当农民经济收入较高时, 他们参加互助养老的经济能力随之提高。 村庄集体

经济发展影响到农民经济收入, 也在经济供养层面提高了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 在

5%的统计水平上, 村庄养老院资源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究其原

因, 互助养老模式与养老院模式具有一定的替代性。 而农民资源往往有限, 在约束条件下,
只能选择一种养老模式来解决养老需求。 为此, 当养老院模式满足了农民的养老需求时, 他

们参加互助养老的积极性会下降。
表 3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支付意愿的 ologit 模型回归

变量
参数估计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实物专用性 0. 261∗∗∗ 0. 063 0. 023∗∗∗ 0. 005
人力专用性 0. 075∗∗ 0. 036 0. 006∗∗ 0. 002
地理位置专用性 0. 126∗ 0. 065 0. 012∗ 0. 006
集体互助的确定性 0. 589∗∗∗ 0. 050 0. 053∗∗∗ 0. 004
他人互助的确定性 0. 215∗∗∗ 0. 064 0. 019∗∗∗ 0. 006
利他交易的频率 6. 256∗∗∗ 0. 040 0. 575∗∗∗ 0. 850
受惠交易的频率 0. 080∗∗∗ 0. 020 0. 007∗∗∗ 0. 00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P 值 0. 000
伪 R 平方 0. 035

表 4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基于市场网络密度较大的组别

变量
参数估计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实物专用性 0. 551∗∗∗ 0. 156 0. 078∗∗∗
 

0. 022
 

人力专用性 0. 870∗∗∗ 0. 114 0. 122∗∗∗
 

0. 015
地理位置专用性 0. 494∗∗∗ 0. 152

 

0. 070∗∗∗
 

0. 021
 

集体互助的确定性 0. 746∗∗∗ 0. 086
 

0. 105∗∗∗
 

0. 010
 

他人互助的确定性 0. 327∗∗ 0. 146
 

0. 052∗∗
 

0. 023
 

利他交易的频率 5. 265∗∗∗ 2. 431
 

0. 741∗∗
 

0. 340
 

受惠交易的频率 0. 292∗∗∗
 

0. 234
 

0. 041∗∗
 

0. 033
 

性别 -0. 613 0. 233 -0. 008 0. 033
年龄 -0. 079∗∗∗ 0. 009 -0. 011∗∗∗ 0. 001
教育程度 0. 111 0. 121 0. 016 0. 017
婚姻状况 0. 015 0. 129 0. 002 0. 018
村庄工业化程度 -0. 379∗∗∗

 

0. 154
 

-0. 053∗∗
 

0. 022
村庄特色农业 0. 026

 

0. 163
 

0. 004
 

0. 023
 

村庄交通程度 0. 037
 

0. 154
 

0. 005 0. 023
 

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0. 350
 

0. 191
 

0. 049 0. 027
 

村庄养老院资源 -0. 164
 

0. 197 -0. 023 0. 027
 

常数 0. 955 0. 753
 

P 值 0. 000
伪 R 平方 0. 214

(2) 稳健性检验。 表 2
的被解释变量反映着农民是

否有参加互助养老的意愿,
表 3 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
以农民每年愿意出资多少钱

来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作为测度项, 并且采用 ologit
模型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资产专用性对农民参加互助

养老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 交易确定性对农民参加

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 交易频率对农民参

加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 因此, 假说 1、
假说 2 和假说 3 具有稳健性。

2.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

养老意愿: 基于不同市场网

络的异质性分析

表 4 和表 5 汇报了不同

市场网络密度下, 资产专用

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率

对农民互助养老意愿的影响。
其中, 表 4 汇报了在市场网

络密度较大的组别内, 资产

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

频率对农民互助养老意愿产生的影响。 结果显示, 在 1%的统计水平上, 资产专用性、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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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基于市场网络密度较小的组别

变量
参数估计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实物专用性 0. 394∗∗∗
 

0. 113
 

0. 047∗∗∗ 0. 026
人力专用性 0. 310

 

0. 365 0. 331
 

0. 411
 

地理位置专用性 0. 143
 

0. 123
 

0. 032
 

0. 020
 

集体互助的确定性 0. 598
 

0. 571
 

0. 099
 

0. 091
 

他人互助的确定性 0. 268
 

0. 311
 

0. 044
 

0. 052
 

利他交易的频率 8. 396∗∗∗
 

2. 497
 

1. 389∗∗∗ 0. 411
 

受惠交易的频率 0. 351∗∗
 

0. 181
 

0. 058∗∗ 0. 030
 

性别 -0. 303∗ 0. 170 -0. 047∗ 0. 026
年龄 -0. 060∗∗∗ 0. 006 -0. 009∗∗∗ 0. 000
教育程度 0. 162∗ 0. 089 0. 025∗ 0. 014
婚姻状况 0. 216∗∗ 0. 097 0. 034∗∗ 0. 015
村庄工业化程度 0. 099

 

0. 114
 

0. 016
 

0. 019
 

村庄特色农业 0. 029
 

0. 112
 

0. 005
 

0. 019
 

村庄交通程度 0. 178
 

0. 117
 

0. 029
 

0. 019
 

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0. 140
 

0. 135
 

0. 023
 

0. 022
 

村庄养老院资源 -0. 787∗∗∗
 

0. 247
 

-0. 130∗∗∗
 

0. 041
 

常数 0. 605∗∗∗
 

0. 593
P 值 0. 000
伪 R 平方 0. 139

表 6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基于市场网络半径较大的组别

变量
参数估计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实物专用性 0. 674∗∗∗
 

0. 173 0. 122∗∗∗ 0. 016
 

人力专用性 0. 879∗∗∗
 

0. 122
 

0. 044∗∗∗ 0. 020
 

地理位置专用性 0. 315∗∗∗
 

0. 104 0. 084∗∗∗ 0. 013
 

集体互助的确定性 0. 602∗∗∗
 

0. 096 0. 107∗∗∗ 0. 008
 

他人互助的确定性 0. 458∗∗∗
 

0. 104
 

0. 073∗∗∗ 0. 016
 

利他交易的频率 5. 985∗∗∗
 

0. 959
 

1. 159∗∗∗ 0. 322
 

受惠交易的频率 0. 304∗∗
 

0. 168
 

0. 051∗∗
 

0. 027
 

性别 -0. 358 0. 256 -0. 050 0. 036
年龄 -0. 072∗∗∗ 0. 010 -0. 010∗∗∗ 0. 001
教育程度 -0. 038 0. 128 -0. 005 0. 018
婚姻状况 0. 201 0. 142 0. 028 0. 020
村庄工业化程度 0. 335∗∗ 0. 182 0. 047∗∗

 

0. 025
村庄特色农业 0. 479∗∗ 0. 219 0. 066∗∗ 0. 030
村庄交通程度 0. 469∗∗∗

 

0. 177 0. 065∗∗∗
 

0. 024
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0. 557∗∗ 0. 229 0. 077∗∗ 0. 032
村庄养老院资源源 -0. 777∗∗

 

0. 378 -0. 108∗∗ 0. 052
常数 1. 233

 

0. 857
P 值 0. 000
伪 R 平方 0. 171

确定性与交易频率分别对农

民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 究其原因, 随着

市场网络密度扩大, “资产”
被锁定在特定形态之中的农

民越多, 促进了供需的有效

匹配, 而且相互之间的联系

增加, 使得交易确定性和频

率提高, 从而激励了长期合

作, 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

愿产生更明显的正向影响。
表 5 汇报了在市场网络

密度较小的组别内, 资产专

用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

率对农民互助养老意愿产生

的影响。 结果显示, 除交易

频率外, 资产专用性、 交易

确定性对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产生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
因此, 表 4 和表 5 验证了假

说 4。
表 6 和表 7 汇报了不同

市场网络半径下, 资产专用

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率

对农民互助养老意愿的影响。
其中, 表 6 汇报了在市场网

络半径较大的组别内, 资产

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

频率对农民互助养老意愿产

生的 影 响。 结 果 显 示, 在

1%的统计水平上, 资产专用

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率

对农民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究其原因, 随着市场半径扩大, 不同圈层聚集大

量 “资产” 被锁定在特定形态的农民, 他们存在着比较优势, 使得供需匹配效率更高, 而

且更容易形成沟通和协调机制, 提高了交易确定性和频率, 促进生成互惠互利的行为规范,
进而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更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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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基于市场网络半径较小的组别

变量
参数估计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实物专用性 0. 363∗∗∗
 

0. 108
 

0. 110∗∗∗
 

0. 023
 

人力专用性 0. 716∗∗∗ 0. 079 0. 063∗∗∗
 

0. 013
 

地理位置专用性 -0. 064 0. 173
 

-0. 008
 

0. 024
 

集体互助的确定性 0. 661∗∗∗
 

0. 092
 

0. 010∗∗∗
 

0. 012
 

他人互助的确定性 -0. 191 0. 173 -0. 027
 

0. 025
 

利他交易的频率 9. 062 7. 162 1. 363
 

0. 999
 

受惠交易的频率 0. 553
 

0. 555
 

0. 084
 

0. 087
 

性别 -0. 173 0. 164 -0. 027 0. 025
年龄 -0. 063∗∗∗ 0. 006 -0. 010∗∗∗ 0. 001
教育程度 0. 235∗∗∗ 0. 086 0. 036∗∗∗ 0. 013
婚姻状况 0. 149 0. 093 0. 023 0. 014
村庄工业化程度 0. 003 0. 111 0. 001 0. 017
村庄特色农业 0. 055 0. 111

 

0. 009 0. 017
村庄交通程度 0. 039

 

0. 112 0. 006 0. 017
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0. 129 0. 129 0. 020 0. 019
村庄养老院资源 -0. 282∗

 

0. 169 -0. 020 0. 019
常数 0. 292

 

0. 559
P 值 0. 000
伪 R 平方 0. 167

　 　 表 7 汇报了在市场网络

半径较小的组别内, 资产专

用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

率对农民互助养老意愿产生

的影响。 结果显示, 除资产

专用性外, 交易确定性和交

易频率对农民互助养老意愿

产生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
因此, 表 6 和表 7 验证了假

说 5。

五、 结论与思考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

断加深, 如何为日益增长的

老年人提供必要性照料成为

重要议题。 以往老年人主要

由子女提供照料。 但是, 家庭变迁使得子女提供的养老照料不再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存在, 社

会各界越来越期待除子女以外的养老模式生成。 互助养老突破了子辈赡养父辈的单一结构,
发展为包括代内 (朋辈) 在内的多维养老支持体系。 互助养老被认为是解决养老难题的重

要措施。 为此, 探讨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决策机制有助于推演出多主体养老模式的实现机

理。 本文基于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 将交易费用解构为 “资产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
交易频率” 三大维度, 进而探究农民参加互助养老的逻辑机理, 并使用 “广东千村调查”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均表明: 第一, 资产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 交易频

率分别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 结果依然是有

效和可信的。 第二, 资产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 交易频率对农民参加互助养老意愿的影响在

不同的市场网络密度与半径之中存在差异性。 其中, 相对于较小的市场网络密度与半径的组

别, 在较大的市场网络密度与半径的组别内, 资产专用性、 交易确定性与交易频率对农民参

加互助养老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
上述结论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农村互助养老市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一, 可

以选择恰当的经济组织形式来改善交易费用, 进而促进行为的响应。 亚当·斯密指出: “生

产活动可以被分为若干职能, 分工是多位劳动者将某一位劳动者生产活动涉及的各个职能分

开完成。 劳动者的技巧因分工而得到锻炼, 并节省了非生产费用, 增进了劳动生产率。 参与

分工与交换的劳动者在追求价值实现之中, 不断提高社会福利[30] 。” 农民具有异质性与比较

优势, 例如, 农民 A 具有经济互助优势却不具有服务互助的能力, 农民 B 具有服务互助优

势却不具有经济互助的能力。 那么, 农民 A 和农民 B 能够通过分工合作形式, 进而满足各

自的养老需求。 从这个角度看, 相关部门可以以行政村为单元, 结合互助养老的三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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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资金互助、 服务互助、 文化互助), 构建多维度 “分工” 体系, 并依托 “村村通”、 “微

信群” 等平台, 利用区块链等技术, 构建 “需求发布—供需匹配—交易生成” 的系统, 并

对接国家、 各省市的 “红黑白名单”, 有针对性地筛选合适的交易主体, 实现供需自动匹

配。 第二, 建立统一的互助养老市场, 降低交易主体进入市场的壁垒, 从而提高区域市场集

中度与行业整合度。 相关部门可以在经济发达的行政村或乡村振兴示范村开展互助养老试

点, 并通过长效性支持政策, 完善互助养老的硬件建设 (例如配备护理设备、 康复性活动

器材), 以村规民约、 党员大会为载体宣传互助养老, 以 “夜校” 方式为农民提供医疗保

健、 情感支持等专业知识, 进而引导具有比较优势 (或专业能力) 的农民向周边村落提供

差异化的互助养老服务, 最终形成 “小众市场”; 在此基础上, 利用 “小众市场” 维持定价

的能力, 培育互助养老的产业化联合体, 并通过扶持性政策, 提高新竞争主体和市场的竞争

活力, 减少市场远行的总成本, 进而依托并借助网络市场帮助这些产业化联合体整合各个区

域市场, 从而提高互助养老市场的集中度和活力。
受数据的限制, 本文存在以下局限性: 首先, 在互助养老的变量度量上需要进一步完

善。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反映的是农民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 而非行为。 意愿和行为可能

存在差异。 因此, 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交易费用与互助养老行为的关系, 并考虑意愿与

行为的悖离程度及其关联结构。 其次, 没有将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决策的交互作用纳入

理论分析框架。 究其原因, 当前互助养老市场发育还不完善, 农民互助养老决策虽然受交易

费用的影响, 但不完全遵守市场逻辑, 即交易费用对互助养老决策的影响可能存在非市场因

素的干预。 因此, 后续研究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和模型仿真等方式解构交易费用与互助养老决

策的非市场因素, 进而理解交易费用与农民互助养老决策的交互作用及其理论逻辑和实

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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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of
 

“Contract”
 

by
 

Mutual
 

Support
 

for
 

the
 

Aged
 

in
 

Rural
 

China: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ZHENG
  

Woli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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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0,
 

China)
 

Abstract:
 

Mutual
 

support
 

for
 

the
 

aged
 

is
 

a
 

model
 

that
 

organically
 

unites
 

multiple
 

subjects,
 

co-construction
 

and
 

the
 

process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results
 

with
 

the
 

elderly
 

as
 

the
 

guidance.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olve
 

the
  

raising
  

problem
 

of
 

rural
 

old-ages,
 

whi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However,
 

policy
 

efforts
 

have
 

not
 

achieved
 

the
 

desired
 

effect,
 

an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mutual
 

pension
 

is
 

low.
 

Previous
 

·41·



22090000030003 01 郑沃林. fbd

郑沃林: 中国农村互助养老的 “契约” 实质

studies
 

believed
 

that
 

mutual
 

support
 

for
 

the
 

aged
 

originat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favour
 

exchange
 

and
 

return.
 

However,
 

it
 

ignores
 

the
 

essence
 

of
 

the
 

transaction
 

of
 

endowment
 

resources.
 

It
 

does
 

not
 

examin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mutual
 

p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s.
 

Based
 

on
 

Williamson’ s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ransaction
 

cost
 

into
 

three
 

dimensions
 

of
 

“asset
 

specificity,
 

transaction
 

certainty
 

and
 

transaction
 

frequenc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transaction
 

cost,
 

market
 

network
 

an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help
 

each
 

other
 

for
 

the
 

aged
 

and
 

uses
 

the
 

data
 

of
 

Thousand
 

Villages
 

Survey
 

to
 

conduct
 

empirical
 

tes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asset
 

specificity,
 

transaction
 

certainty
 

and
 

transaction
 

frequenc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mutual
 

pension.
 

Second,
 

with
 

the
 

expansion
 

of
 

market
 

network
 

density
 

and
 

radiu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asset
 

specificity,
 

transaction
 

certainty
 

and
 

transaction
 

frequency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mutual
 

pension
 

is
 

more
 

obvious. Among
 

them,
 

with
 

the
 

increase
 

of
 

market
 

network
 

density
 

and
 

radius,
 

transaction
 

costs
 

have
 

a
 

more
 

noticeable
 

impact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mutual
 

pension.
 

Keywords: mutual
 

pension; transaction
 

costs; market
 

network; williamson
 

analytical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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